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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大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在2003年提前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发
展的步伐并未放缓，到2008年参加高考的人数达到峰值，此后逐年减少。与之相应，高考录取率也逐年攀升，到
2011年全国平均录取率超过70%，2012年全国平均录取率更高，部分省市甚至接近或超过90%。但其背后激烈的
生源竞争却给高校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与发展危机，而高职院校首当其冲。与我国台湾地区技职院校和普通大
学分属不同招生系统不同，大陆高职院校长期依托普通高校用于招考新生的统一高考，并处于录取批次的末端，
致使其备受歧视，民办高职院校尤甚。这一设计对本已根深蒂固的“重学轻术”的社会观念起到了消极强化作用，
高职教育日益被边缘化，不仅加剧了高职院校的生存危机，更影响了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功能的发挥。
为应对生源危机，部分省市从2004年起便开始了自主招生改革试点。例如，江西25所高职院校自2004年9月
组织自主招生考试，考试科目和命题由招生院校自定，考试组织与评卷按统一高考模式进行；上海于2005年也在
杉达学院等3所社会认可度较高的民办高职院校试点自主招生。2007年，教育部批准江苏、浙江等四省的八所国
家示范性高职院校进行自主招生试点，2012年扩大到169所。试点高校既可单独或联合组织文化考试，也可结合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组织以职业技能测试为重点的相关考核，并于高考前完成录取工作。与教育部组织试点
相比，各省、区、市的报考条件、招生流程、考核方法及录取规则更为灵活，试点院校一般为省市级示范性优质高
职院校，一些办学行为规范、培养质量和社会认可度较高的民办高职院校也被纳入试点范围。例如，湖北2011年
在机械类专业试行技能高考，并逐年扩大技能高考的专业覆盖面；福建、江苏两省试行注册入学，其中福建由省
招生委员会划定注册入学试点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将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纳入高职单招对象，并开展中等
职业学校推荐应届毕业生免试入读高职院校的试点工作，江苏则由相关院校对考试成绩或考生技能水平提出要
求；宁夏在注册入学录取模式上定向招收中南部山区生态移民子女；浙江推出“校考单录”和“校考加高考”两种
自主招生模式；广东积极探索“中高职三二分段”对口自主招生模式；上海、山西、安徽则推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
考试成绩加面试或技能测试成绩的选拔模式；等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呼吁将高职高专与一般大学分类招生。2010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建立
“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逐步实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入学考试由全国统一组织，高等
职业教育入学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但实际上，在我国高等教育逐渐由“买方市场”转入“卖方市场”
的形势下，基层高职院校的招生改革探索已走在政策前面，因此便有了2004年以后的一系列试点。
自主招生改革对高职教育的意义，远不止于解决生源危机，更重要的是突破传统人才观念、遵循科学办学规
律。一般院校与高职院校的办学类型不同，选材标准自然也各有侧重，前者重文化，后者重技能。显然，高职院校
长期所依附的统一高考无法有效选拔出高职院校所需的生源。唯有依据“多元智能理论”，以多元的标准、多样的
方式，才能选拔出适合的生源，培养出适性的人才。目前，多数高校在面试环节以问答形式考查学生的语言表达
能力、职业能力倾向、个性特长以及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个别院校会设置心理素质测验和才艺展示环节以全
方位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兴趣爱好，另有试点高职院校直接邀请相关行业企业的人力资源工作人员参与面
试，也有些院校采用综合素质卷来考核学生的能力。这些考核方式均值得借鉴。
当然，高职院校自主招生标准侧重于技能考核，并非不要文化基础。高职教育毕竟不同于中职教育，培养的
是面向生产建设管理与社会服务第一线的实用型、应用性人才，在社会生产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的今
天，高技能人才成为高职教育的新目标。学生须有起码的语、数、外、科学及社会等基础知识，方能更好地接受高
级职业技能教育。因此，高职院校在进行自主招生试点时，仍需自觉保有文化基础考核这根“紧箍咒”，避免因沦
为“技工学店”而给高职教育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对普通高中生，可以其统一高考成绩或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作为申请高职院校自主招生的文化考核基准；对职高生，可考虑建立一种类似于台湾技职系统统一学测的
全国统一考试，或鼓励职高生参加普通高中学业考试，以此成绩作为文化考核的基准。高职院校的自主招生固然
要在招生的“多元”上做文章，但前提是坚守文化基础考核这一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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